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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明《三十六声枪响》

致敬致敬““向死而生向死而生””的少年英雄王二小的少年英雄王二小
□李学斌

长久以来，在抗日英雄名册中，王二小一直是

个特殊存在。这不仅因为他的孩子身份，更因为他

英勇而悲壮的事迹，以及由此呈示的战争与童年

间悖谬荒诞的关联。

王二小本名王朴，1929年1月22日出生于河

北涞源县上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排行老二，

依当地习惯，称为二小。王二小在1942年 10月

25日日寇的大扫荡中壮烈牺牲。他的事迹刊载于

《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前身）头版后，诗人方

冰和作曲家劫夫为之深深感动不已，遂联袂创作

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此后，随着歌曲的传

唱，少年英雄王二小把鬼子带进游击队埋伏圈，在

鬼子被全歼的同时，自己却惨死在日寇刺刀下的

英勇事迹开始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尽管如此，有

关王二小究竟是怎样一个少年英雄？牺牲前，他还

经历了什么？他是如何走上抗日道路的？种种问题

并未得到明晰解答。这就让王二小这个历史上实

有其人的少年英雄比起“海娃”（《鸡毛信》）、“雨

来”（《小英雄雨来》）、“张嘎”（《小兵张嘎》）、“小马

倌”（《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等虚构文学人物

少了鲜活、丰润的形象内涵，多了空泛抽象、语焉

不详的“类型”色彩和“符号”意义。

基于此，作家孟宪明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通

过“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去伪存真，精心运思”，推

出了洋洋40万言的儿童小说《三十六声枪响》。这

部作品的出版不仅让少年英雄王二小重回到人们

视线，而且还借助历史事件还原和人物形象塑造，

重续了中国当代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革命现实主

义传统。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鸡毛信》《小英雄

雨来》《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小兵张嘎》《枪》

等抗战题材儿童小说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

上述儿童小说多以强烈的革命热情和饱满的现实

主义笔法，塑造了一个个个性鲜明的小英雄形象。

可是，这种依托抗日战争特殊环境塑造儿童英雄

人物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在新世纪前后却逐渐式

微。原因就在于，一些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的儿童文

学作家在书写那段烽火燎原的抗战历史时，一改

此前的民族、国家立场和意识形态视角，更多以儿

童视角、自然视角为切入点，有意避开正面战争书

写，通过儿童在战争阴云下的命运遭际、情感变迁

凸显战争对童年的剥蚀、对人性的戕害。尽管这类

作品在揭示战争与童年的悖谬关联，以及呈现战

争与童年特殊面貌等层面，极大丰富了抗战儿童

小说的题材空间和表达方式，但不容置疑的是，

这类立足于人文观照和人性发掘的抗战题材儿

童小说在许多时候却也因摒弃了革命英雄主义

立场的宏大历史叙事而将故事导入“历史生活

流”的琐屑，在呈现“战争一侧”或“战争背后”多

样童年情态的同时，缺少了揭示民族危亡、家国

爱恨的厚度与广度，缺少了基于民众之醒和人性

之思的亮度与深度。

确实，单纯的“人文观照和人性之思”固然能

在民族、国家立场之外树立起审视战争童年的另

一个坐标系，但当那些因战争而起的生死抉择、刻

骨仇恨消解于温情叙述中的时候，作家对于历史

的深入理解，之于人性的深刻洞察也就隐逸不见，

这自然使得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少了直面那段惨痛

历史的刻骨之思、锥心之痛。

正因如此，《三十六声枪响》经由对少年英雄

王二小的形象重塑不仅接续了抗战儿童小说的革

命英雄主义传统，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文学层

面上的革命现实主义叙事回归，其意义自是不凡。

具体说来，《三十六声枪响》就文本内容而言，

具有以下几方面特色和价值：

“历史还原”与“形象阐释”合二为一，既表征
一段残酷历史记忆，也复现一种悲壮童年生活。诚
如前文所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今天的孩子

而言，王二小并不是一个和“海娃”“雨来”“张嘎”

一样借助文学、影视作品的“经典化”而在大众心

目中丰润、鲜活的小英雄形象，相反，倒是一个为

革命文化和红色宣传不断“幻化”的遥远而抽象的

“红色符号”。基于此，不仅悲壮牺牲的王二小作为

少年英雄需要新的文学代言人（老作家陈模1995

年曾采访并创作纪实小说《少年英雄王二小》），而

且出于中国革命传统教育需要，那段惨痛悲壮的

历史同样需要还原、重温和复现。于是，在《三十六

声枪响》里，作家孟宪明借1940年到1942年三年

间狼牙口村（以河北涞源县上庄村为原型）一个村

庄的抗战史，映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全民抗战

的前赴后继、视死如归；通过王二小一家在日寇蹂

躏下的悲惨遭遇，凸显了那场民族劫难的悲壮惨

烈；经由王二小从一个率真、懵懂的放牛娃到英勇

无畏小英雄的成长经历，表现了特殊环境下战争

与童年的相离相克、民族大义与童年精神的相辅

相成。这样一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历史书

写方式，在小说中，成为“三十六声枪响”的内在根

由。作家站位于“枪声如何深刻进入并影响着一个

孩子短暂的生命”的思维立场，深入阐释、形象表

达幼小生命在猝不及防的战争面前那种孤苦无告

的恐惧和无以言说的悲愤。毋宁说，就小说艺术而

言，这是颇为有效的言说方式。

“日常生活”和“战争故事”相生相融，塑造了
完整的战争童年形象。《三十六声枪响》以王大小、

王二小、韩石矛、石梁、精豆儿等一群放牛孩子模

拟杨家将“大破洪州”的游戏被迫中断开场，以王

二小将日本鬼子带进游击队埋伏圈后壮烈牺牲收

尾，呈现了王二小异常短暂，却也波澜壮阔的生命

轨迹。在这样的童年书写中，既有王二小夜半只

身侦察，机智救出哥哥王大小、游击队员田禾、窝

囊的传奇经历；也有王二小与儿童团伙伴们站岗

放哨、查验路条的动人场景；还有王二小和石梁、

田贵、水花、精豆儿跟魏翘老师学习识字、渴求钢

笔、自制墨水瓶的生活画面；更有妈妈魏兰英壮烈

牺牲后，沦为孤儿的二小晕厥在妈妈坟前的悲情

细节……所有这些，都让“战争中的孩子”“战争一

侧的孩子”“战争背后的孩子”几个层面在小说中

得以充分表达。这不仅昭示了王二小作为抗日小

英雄的必然性，同时也体现了战争中儿童形象的

完整性。这一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叠合，充分印

证了现实主义叙事传统在小说中的艺术闪光。

“儿童视角”与“民间视角”交叉叙事，不仅写
出了战争笼罩下的童年之危、童心之灿，而且揭示
了民族危亡中的信念所系、民心所向。新中国成立

以来，在战争题材儿童文学中，存在着“还原历史

与想象历史，建构苦难与解构苦难，强化英雄和消

解英雄，坚守传统和放逐传统”两种不同审美倾

向。近年来，有些标示“童年本位”“自然本位”的抗

战题材儿童小说不仅着意于战争中童年生活的日

常性描述，甚或以童心的单纯、拙朴、善良、诚挚消

解战争反文明、反人类的复杂性、残酷性。这样的

抗战书写固然有其独特审美价值，但也因理解和

表现战争的逼仄、片面、简约、浅易而让本应厚重、

苍凉、遒劲、激越的战争题材儿童小说流于呈现轻

飘和浮泛。

基于此，“民间立场”抗战叙事无疑是对单纯

“儿童视角”“自然视角”的补偿，乃至超越。战争是

文明的对立面，是人类利益纷争的极端形式。尽管

谁也无法否认战争中也有温情脉脉的场景，仇恨

消融的瞬间，但战争的破坏性、残酷性、毁灭性却

是任何战争都具有的共性。此时，鉴于儿童认知能

力和生活视野的有限，单一的“儿童视角”“自然视

角”在表现抗战这样的宏大历史题材时，往往就显

出了其内在的局限性。相较而言，“民间立场”此时

则通过历史叙事与传奇叙事、生活叙事与想象叙

事、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多元杂糅的复合表达，超

越了单一的“童年本位”战争叙事，这不仅很大程

度规避了单一“儿童视角”书写战争童年的生活逼

仄和题旨单薄，而且还在充分揭示了抗战全民性、

复杂性、残酷性的同时，让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具有

了探察和还原历史的广度、厚度，揭示与表达人性

的深度和高度。

“缺点改进”和“优点递增”融为一炉，极大丰
富了“儿童英雄”书写范式。长期以来，中外战争题

材儿童小说在塑造儿童英雄形象上大体形成了

“优点递增”、“缺点改进”两种模式。其中，“缺点改

进”模式中还内含着“成长引路”模式。孟宪明笔下

的王二小，则是“优点递增”和“缺点改正”模式的

合二为一。故事中，王二小从一个地道的放牛娃成

长为抗日小英雄，其抗日行动经历了从“自发”到

“自觉”的嬗变过程。这其中，先后痛失父亲、哥哥

和母亲的刻骨仇恨固然是二小英勇抗战的内在动

因，但游击队长“胡大刀”（胡正强）的“成长引路”

也至关重要。就如同《小兵张嘎》中的罗金宝、《小

马倌和“大皮靴”叔叔》中的“大皮靴”叔叔一样，胡

队长承担着引导王二小从心怀杀亲仇恨“私藏”缴

获枪支，到领悟民族大义遵从组织安排根本性转

变的教育职责。显然，小说里，在王二小形象塑造

上，作家秉承的已经不是单纯的“缺点改进”或“优

点递增”模式，而是两者的一脉相承、合二为一。

综上所述，以小英雄王二小为原型的抗战题

材儿童小说《三十六声枪响》既忠于英雄人物史

实，又合理想象虚构，充分显示了文学对历史的尊

重和提炼，表达了审美之于生活的统摄与超越。这

部“红色”儿童小说的出版不仅是作家致敬“向死

而生”少年英雄王二小的个体创作行为，更是反拨

当下抗战儿童小说想象叙事，进而承续革命现实

主义小说传统的典型文学实践，其对于探索并丰

富战争题材儿童文学作品书写方式具有不容忽视

的重要意义。

马尔克斯创作的《百

年孤独》，把魔幻现实主义

文学推向了极致。在他的

笔下，既有离奇幻想的意

境，又有现实主义的情节

和场面，幻觉和现实相混，

从而创造出一种魔幻和现

实融为一体、“魔幻”而不

失其真实的独特风格。马

尔克斯还说过，“一切现

实，实际远比我们想象神

奇得多。”他的责任，就是

面对全部现实，创作反映

全部现实的文学。半个多

世纪以来，魔幻现实主义

文学在全世界生根开花，

也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

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

的影响。

李秋沅的长篇小说新

作《千恒·流光》，是魔幻现

实主义在儿童文学领域的

一次尝试。

在《千恒·流光》的“引

子”中，作者有意渲染了这

种“魔幻”的氛围：“烛火熄

灭后的烟火味在黑暗中游

走、扩散，一缕一缕地钻入

我的鼻中。红墨长吁短叹

了一口气，幽幽地说道：

‘当烛火熄灭，眼前只有黑

暗。但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蛋糕、桌

椅、蜡烛……一切都存在着，我们看不见，

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红墨绵柔而略

带沙哑的嗓音，如月光下的幽幽花香，神

秘而迷人。”她带“我”来到“千恒岛”这个

神奇的地方，住进游人罕至的流光客栈，

专门采集“鬼异”故事，见到怪异的店主，

不同寻常的服务生，客房门上总镌刻着纤

细清秀、沁人心脾的不同诗文。

紧接着，引出了被时光掩埋的六个离

奇而又独特的故事……

在《子申的故事：尼雅》中，尼雅是人，

还是鬼？“她的背影很美”，“美得如此不真

实”，“她的容貌很特别，面色苍白，深棕色

的眼睛，目光坚毅却又带着淡淡的哀愁”，

作者对她的如此描述，很难不让人联想起

《聊斋志异》中的神鬼。“天心月圆，月色已

成银色。海水涨起来了，她没入水中”，然

而，她却救起了我，“托起我，向海边游

去”，最后，她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是真的

死了，还是回家了？浩瀚的大洋底下，是否

还有人类？塞壬人的家园就在海底？在《千

恒·流光》的其他章节里，旧画中走出的清

丽神秘的女子、兽心木体的神木、具有独

特力量的黑瓷、突然开口说话的荒楼……

所有这些意境和情节的设计，带有浓

厚的东方神话传说韵味，有着魏晋笔记小

说、唐代传奇以及明清志怪小说的影子，

又融合了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对亡灵的敬

畏、对梦境的迷信，如梦似真、亦真亦幻、

说虚也实，就像雨后的彩虹，绚丽多彩而

又虚无缥缈，体现着作者“中西博采”独特

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作者借助笔下的艺

术家，通过“魔幻”的手

法，反映出常人察觉不

到的“现实”，以洞悉这

个世界的奥秘与本质。

之所以采用这种手

法，因为作者生长在鼓

浪屿，鼓浪屿的一草一

木早已融入她的生命

中。痴迷音乐、绘画、雕

塑等各种艺术的她，在

荒旧、长满藤蔓的老别

墅里和从先辈口中获得

的“现实”，远比“看得

见”的现实要丰富、生动

和有趣得多。因此，当她

发现以写实为主的木棉

岛系列作品，未能很好

地表达她心中的全部

“现实”时，她就果断转

向同样以“鼓浪屿”为原

型的“千恒岛”系列幻想

小说的创作。

在《千 恒·流 光》

中, 至少可窥探到作者

蕴藏在“魔幻”中的三种

思想“现实”：

“家国同构”的理想
抱负。家是小国，国是大

家，在家为孝，在国言

忠，这是数千年以来中

国人根深蒂固的伦理规

范。鼓浪屿是个极其特殊的地方，在中国

近代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郑成

功在此誓师、练兵。这里曾是“万国公馆”，

东西方文化交融共处，艺术发达，人才辈

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间天堂”，繁华

背后却有一段无法忘却的血泪史——在

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此轰炸、杀戮我

同胞，鼓浪屿如今现存的原日本领事馆监

狱遗址，抗日分子残留在墙壁上的抗战标

语和斑斑血迹，还在告诉我们：无论何时

何地，都不能忘记这段血泪史。作者的外

公在抗战期间，就曾被日军关押在万隆集

中营。国仇家恨使她把个人与家族、民族、

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植入骨

髓的“家国同构”思想，在《千恒·流光》中

得到充分体现。1937年“南京大屠杀”，30

多万同胞惨遭杀害，很多年来，这等惨绝

人寰的血腥暴行，却常被日本右翼分子所

否认与抹杀。事实就是事实，真实的历史

绝不会因为谎言而改变。清桃（姚静）说：

“我回不回来不重要”，“石屋里的画，比我

重要千万倍。它们在黑暗中……”“答应

我，别让它们一直葬在黑暗中……”在作

者的笔下，姚静所表现出来的是铮铮铁

骨，为了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为了不

让这种人类悲剧重演，她根本不在乎自己

的生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中英

豪”的形象跃然纸上。

倾注了对艺术的爱和人才个性培养
的忧虑。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独创性。

艺术家的个性、气质和对世界的感知，也

与一般人有很大的不同。作者借助姚静的

信，道出了她对艺术的理解和爱：“倘若我

们全心投入绘画，那么，我们流光一闪的

思想，那转瞬而逝的情感，都将凝固。也就

是说，画，承载着我们的生命信息……”

《千恒·流光》讲述的都是艺术家的故事，

他们或许穷困潦倒，或许神思恍惚，或许

身陷囹圄，但他们对艺术的痴迷、执著却

是那样的笃定和坚韧。“梨花伤心落，镜里

颜非昨”，颜非无疑就是个“疯子”，不食人

间烟火，整天迷糊纠缠于他幻想中的“似

非村”。他说：“我从小就能听见梦想的歌

声。可当主人放弃梦想时，它们就不唱歌

了，它们就会发出世界上最凄凉的呜咽

声。”为了守护被遗弃的梦想，他孤独地努

力和抗争着。在他的影响下，放弃了医生

职业的福叔坚定自己想要做全世界最棒

的沙茶面的梦想；早已放下画家梦想的叶

淼，重新拿起了自己的画笔，并敢于追求

心中的梦想。要求同一性和统一性，把孩

子当作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这是对人才

的伤害和扼杀。“垃圾是放错地方的宝

贝”，一些世俗社会里的“傻子”、“疯子”，

很可能拥有极高的艺术天分。尼雅、颜非、

林海涛、黄韵秋、福叔、千瞳、姚静等，为我

们展开了一幅幅绚丽多姿的“艺术人生”

画卷。也正因为有了这些艺术家，才让我

们拥有了艺术的春天。

呼唤信仰和爱的力量。信仰和爱，无

论对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都至关重要。

在当下这个信仰和爱缺失的时代，社会道

德的底线正不断地被突破，我们究竟该为

什么而活？通过《千恒·流光》，作者尽情呼

唤信仰和爱。“外面一阵喧哗，刺鼻的颜料

气味弥漫进屋内。白珀走出茶室，我也跟

着出去，看见几个画工将一批刚画好的行

画扛进面店来，摆放一地，一沓的《我们从

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画中

的人物，有着千篇一律的面孔、千篇一律

的眼神、千篇一律的姿态……”在这里，作

者借助法国画家保罗·高更的这幅布面油

画，重申了哲学的三个终极问题。作者认

为，真正的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

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而且一定是惟一的

和超功利的。只有信仰和爱，才能真正解

决哲学的终极问题。艺术能揭示出人身上

的全人类的特性，柔和而迅速地使人的灵

魂变得正直，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安德烈

对叶淼说：“如果你信他所说的一切，他就

不疯。”只要心中相信，它就是存在的，这

就是信仰。也正因为信仰和爱，塞壬人可

以为水下族人寻找回归之路而前仆后继

奉献生命；科学家千瞳远离人群重建被人

类毁灭的灵木“KU”的家园，为人类的愚

昧而赎罪；南月人“花火瓷”，述说人与自

然、与异族求同存异，相亲相爱的过往。当

下我们的社会，信仰和爱的确流失了不

少，但只要种子还在，希望就在，星星之

火，还可以燎原……

《千恒·流光》是李秋沅6年来披星戴

月、苦心研磨的一部佳作。与木棉岛系列

作品一样，她的作品从来不无病呻吟，《千

恒·流光》所要表现的，还是她对深藏于自

己内心精神原乡的苦苦追寻，力透纸背体

现的依然还是浓浓的家国情怀、人道精

神，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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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

非常重要的基础地位，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

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与其

他民族相较，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在社会生活中占

有更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人道德人格产生的源泉、良序

美俗的创造者，是国人维持家庭和睦幸福的重要手段，同

时也是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形成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

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精神遗产仍然能够在精神文

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应当将其发扬光大。

在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强调知识传授的道德化，从

而使知识传授与道德教化合二为一，在教学中培养道德，

在道德训练中学习经典，教子女如何做人，是传统家教最突

出的特点。中国这种伦理型社会，在早期，社会伦理道德体

系的完备及其在社会生活中重要的调节、控制作用，促使

伦理道德教化责无旁贷地发挥其最重要的教育职能，而传

统家庭教育也以此为圭臬，把对家庭成员的道德教化作为

其首要任务和最终目的，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兄友弟恭

与妻贤母良的观念极为深入，把道德实践范围扩大到社

会生活领域。传统家庭教育之真谛，在于用传统美德、民族

精神教育其子弟，诸如自立自强、勤奋好学、孝敬父母、友

爱兄弟、忠于国家、尽职尽责、重义轻利、不畏强暴、热爱和

平、同情弱小、诚实忠厚、克己节俭、待人以礼、注重节操

等，都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作为道德教化的

手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古代儿童启蒙读物是数千年传统文化以及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缩影，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教育内

容、教育方法、教材体系薪火传承的物质载体。中国传统蒙

学教育以立志做人为首要目标，以日常生活为进路入口，

以伦理教化为类型特征。尤其在教育方法上，力求切合儿

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强调榜样示范作用，注重良好习惯的

养成，讲求知行合一，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实行因材施

教，编写符合儿童特点的教材。探讨传统蒙学教育方法的

现代意蕴，继承优秀的教育传统，为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

展寻找“内源性”的思想路径。远在周朝，古人就从“正本慎

始”这一辩证思想出发，提出家庭教育要“蒙以养正”，即谨

慎地对幼儿进行有意识的早期教育，并且用传统的人性论

作为主要教育理论基础，很早就形成了系统相对完整的幼

教理论，指导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家庭幼儿教育，直至近代

都没有大的理论上的变动，形成了我国极具民族特色的重

视家庭早期教育的优良传统。

重视家庭成员早期教育，对于中国传统伦理型社会中

的学校教育，是一种“养正于蒙”的教育思想。而家庭教育

作为最主要的教化途径，家庭教育中德育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要正根、正本就必须从小抓起，必须“养正于蒙”。

启蒙教育在我国古代称之为“蒙学”。蒙学，《辞海》的

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

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通常所说的

蒙学，广义上讲，泛指古代启蒙教育，包括教育体制、教学方

法、教材等内容。所谓“蒙学”即“蒙养之学也”，是我国古代

对儿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道德养成教育的统

称，它既包括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也包括非制度化的家庭和

社会教育。亦称“童蒙教育”或“蒙养教育”。作为传统家庭伦

理道德教育启蒙教材的古代儿童启蒙读物，通俗易懂、蕴

涵深厚，历史悠久，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中国古代十分重

视家教教材的编写，这些教材大致分为综合性的字书，如

《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专门进行伦理教育的教

材，如吕德胜的《小儿语》等；历史故事书，如王令的《十七

史蒙求》等；诗歌或辞赋类的教材，如《千家诗》等；专讲名

物制度和实用知识的教材，如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

这些家教教材，又称家训、家诫、家规、家仪、家约等，

是封建帝王及士大夫阶层教育后代如何立身处世的道德

读本。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载体，它蕴藏着强制性、约束性

和训诫性等特点。

古代儿童启蒙读物内容广泛，涉及综合性的字书、专

门进行伦理教育的教材、历史故事书等，其中以综合性的

字书为主，而其又以《三字经》为代表。《三字经》是一部集

识字、自然常识、历史知识、读书方法和伦理教育于一身的

综合性蒙学教材，是古代儿童启蒙读物中的典范教材之一。

其对儿童教育，坚持了正面教育，以鼓励为主，用榜样故事

进行日常人伦和生活常规的教育。其语言概括，易诵易记，

让人倍感亲切。因此，被誉为“千古一奇书”。作为“蒙学教

育”的知识性读本，很重视儿童知识结构的全面性，既授以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又授以当时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这

种教育理念及其朗朗上口的韵文式语言结构，对于编制当

代启蒙教育课本乃至社会教育的通俗读物都是有参考价

值的。

古代蒙学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整齐押韵、知识面宽、注

重实用、重视思想教育等特点。它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具备

道德启蒙、习惯培养、语言积累、知识扩展等教育功能。古

代蒙学教材的编写是十分成功的，它留给我们的启示是：

在编写小学语文教材的过程中，应力求将知识性、教育性

和趣味性融为一体。

在我国封建社会，儒家的思想占据了正统地位。古代

儿童启蒙读物，其主要的教化目的在于培养和传承儒家的

思想观念、道德理想和行为准则。内容上主要体现在忠君

爱国、建功立业、济世救民、尊长爱幼、仁孝礼让、勤奋好

学、聪敏机智等方面。这些都是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重要

内容，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在特

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鼓舞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国家

和民族，共同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风亮节。

中国古代儿童启蒙读物蕴涵着丰富的传统伦理道德

思想资源，几千年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思想作

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有一个核心问题作为维系各思想

之间的纽带，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关于人的问题。家庭教

育首先是教育自己的子女如何做人，也就是如何为人处

世，待人接物，成为社会中的一员，成为有道德、有思想

的人。传统幼教经验经过扬弃和整理，能够为现代家教

和幼教工作提供许多主要的借鉴和极富意义的启迪。通

过对古代儿童启蒙读物的解读，透视传统家庭伦理道德，

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给我们今天的教育提供有益借鉴的同时，古代儿童

启蒙读物也存在一些不足的方面，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其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精华至今为人们所称道，

如德育为先，修身做人等；其糟粕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纲常

为要，上下有序等。其不足的一面主要表现在：首先，蒙学

读物中充斥了大量封建伦理道德的陈腐说教，不利于儿童

正常人格的发展；其次，它只重视经学，轻视经世济用之

学；再者，它只重视写文章，忽视科技教育，成为旧中国国

力衰弱和人才创造力萎缩的重要原因。

从古代儿童启蒙读物从古代儿童启蒙读物
透视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透视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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